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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印度洋偶极子模态下西南印度洋深海散
射层生物热点栖息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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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了探究不同印度洋偶极子模态 (IOD)下西南印度洋深海散
射层 (DSL)生物热点栖息地分布。
 【方法】研究选取 2012年 10月—2020年 7月的西南印度洋海域声学
调查数据，利用热点分析方法和最大熵模型，分析不同 IOD模态下
DSL生物热点栖息地的变动规律。
 【结果】不同 IOD模态的最大熵模型精度均大于 0.9，模型预测效果较
好，其中溶解氧是对栖息地分布贡献率最高的因子，平均贡献率为
50.88%。DSL热点适宜栖息地的重心主要在西北-东南方向移动，第 1
个 IOD冷相位时期热点适宜栖息地重心变动最为明显。DSL热点的适
宜栖息地分布在 30°~45°S与 11和 22 °C等温线之间。
 【结论】不同 IOD模态下 DSL热点受溶解氧等变化的影响，其适宜
栖息地变动明显，最大熵模型可以较好地预测 DSL热点栖息地的分
布。本研究可为阐明 DSL中渔业资源的空间分布和变动规律提供新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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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散射层 (deep scattering layer，DSL)中渔业资源丰富，含有大

量的浮游动物和鱼类，并被多种海洋生物所捕食，如金枪鱼、鲨鱼和

海洋哺乳动物等[1-3]。其昼夜垂直迁移的特性连通了海洋内不同深度的

食物关系，是海洋食物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海洋内部有机物的

交换，并对海洋中碳的流通和循环起到关键作用[4-5]。DSL内生物密度

高，层内迁移生物的生命活动伴随着其所在水层物理海洋环境参数的

变化，周围水体环境也会制约并影响迁移生物的行为模式[4-5]。DSL常

被用于浮游动物、鱼类等的资源丰度和垂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5]，在

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研究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印度洋海域的 DSL主要由体长 2~20 cm的游泳能力较弱的生物构

成，包括小型鱼类、头足类、甲壳类、胶质状浮游动物 (如水母类)等[6]。

Béhagle等[7-8] 的研究表明，西南印度洋海域 DSL资源丰度最高的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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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亚热带海域，并与锋面和海表面温度等

环境因子显著相关。尽管有许多关于 DSL空间

分布与资源变动的研究，但印度洋气候变化是

否影响 DSL生物资源栖息地，目前尚未知。通

常热点可用来表征资源丰度较高的海区 [9]，因

此以 DSL的热点为研究目标，分析资源丰度较

高的适宜栖息地的变动具有一定的意义。

印度洋偶极子 (Indian Ocean Dipole，IOD)
是发生在印度洋的与厄尔尼诺类似的现象，也

是一种海温异常状态，对印度洋及周围地区气

候和环境具有重要影响 [10]。基于此，本研究以

西南印度洋海域的声学数据集为基础，分析了

在不同 IOD事件下 DSL生物热点栖息地的分布

情况，以期进一步理解环境变化与 DSL空间分

布之间的关系，为深刻阐明 DSL空间分布和资

源变动规律提供新的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印度洋偶极子　　IOD有暖性、冷性、中

性 3种状态，本研究参考 Kumar等[10] 通过海表

面高度定义的 IOD状态，即当 IOD的暖期出现

时，西印度洋海平面较高、东印度洋海平面较

低 ， 此 时 IOD指 数 值 为 正 (positive  IOD，

pIOD)[10]。当 IOD的冷期出现时，西印度洋的

海平面较低，东印度洋的海平面较高，此时

IOD指数值为负 (negative IOD，nIOD)。研究共

选取了 2012年 10月—2013年 12月，以及 2015
年 2月—2020年 7月的 IOD指数，时间分辨率

为月，数据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Jet Propul-
sion实验室 (https://sealevel.jpl.nasa.gov/data/vital-
signs/indian-ocean-dipole/)。2012年 10月—2013
年 12月为 IOD的冷期 (nIOD)，2015年 2月—
2016年 4月为 IOD的暖期 (pIOD)， 2016年 5
月—2018年 12月为 IOD的冷期 (nIOD)，2019
年 1月 —2020年 7月 为 IOD的 暖 期 (pIOD)
(图 1)。 

声学数据　　声学数据来自澳大利亚海洋

综合观测系统生物声学观测计划 (Australia’s
Integrated  Marine  Observing  System,  IMOS)
(https://portal.aodn.org.au/)[11]。基于 IOD的时间

分布，研究选取了 73条声学断面数据 (图 2)，
其 中 2012年 10月 — 2013年 12月 (nIOD)共
7条，2015年 2月—2016年 4月 (pIOD)共 9条，

2016年 5月—2018年 12月 (nIOD)共 35条 ，

2019年 1月—2020年 7月 (pIOD)共 22条。声

学数据的处理参考 Ryan等[11-12] 的方法。研究选

取了 20~1 000 m水深的 DSL的海里面积散射系

数 (Nautical  Area  Scattering  Coefficient，NASC)
总和，单位： (m2/nmi2，nmi代表海里 )，作为

DSL的相对资源丰度[13]，并将空间分辨率处理

为 20′×20′。 

环境数据　　研究共选取了 6个环境因子

(表 1)，包括叶绿素 a浓度 (Chl.a)、溶解氧

(DO)、混合层深度 (MLD)、海表面温度 (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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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OD 指数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IOD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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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 (Depth)等数据。所有环境因子的空间分辨

率统一处理为 20′×20′，时间分辨率依据 IOD的

时间分布进行平均。6个环境因子均进行了皮

尔逊相关系数 (Pearson Correlation，PC)检验，

研究选取 P>0.7，认为变量间存在相关性[14]。相

关性较高的环境因子将被剔除，不参与最大熵

模型的分析。 

1.2    数据分析
 

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是使用最广泛的局
部空间自相关统计方法，其识别的热点都是具
有统计显著性的高值的空间聚类 [9]。因此，热
点分析中的热点表示具有高值的数据点被类似
的高值点包围，冷点则表示具有低值的数据点
被类似的低值点所包围。热点和冷点进行分类
包括核心热 (冷)点 (置信度≤99%)，次热 (冷)
点 (置信度≤95%)，边缘热 (冷 )点 (置信度≤

90%)和过渡点[9]。本研究仅选取 DSL热点，即
DSL的高密度区作为研究目标。以上通过 Arc-
GIS 10.8软件完成。 

最大熵模型　　最大熵值模型 (MaxEnt)被
广泛运用于各物种栖息地分布的研究 [15-18]。使

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
acteristic curve, ROC)评估最大熵模型的准确度，

以  ROC 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curve, AUC)的
大小作为验证模型预测准确度的指标，通过模

型中的 Jackknife检验模块，分析环境因子的贡

献率和重要性 [17]。对于最大熵值模型预测的

DSL适宜分布的海域，将适宜度划分为 5个等

级 [18]：非适宜 (0~0.2)、低适宜 (0.2~0.4)、中适

宜 (0.4~0.6)、高适宜 (0.6~0.8)和非常适宜 (0.8~
1.0)。本研究选取栖息地适宜性指数 (habitant
suitability index，HSI)大于 0.6的海域为适宜栖

息地海域。以上基于 MaxEnt3.4.1 (https://biod-
iversityinformatics.amnh.org/open  source/maxent/)
软件完成。 

2    结果
 

2.1    DSL 热点分布

研究海域内 DSL热点的分布范围如图 3所

示。2012年 10月—2013年 12月，印度洋负偶

极子模态下的热点分析共得到 128个热点，主

要分布在 30°~46°S。2015年 2月—2016年 4月，

印度洋正偶极子模态下的热点分析共得到 29个

热点，主要分布在 38°~44°S。2016年 5月—2018
年 12月，印度洋负偶极子模态下的热点分析共

得到 331个热点，主要分布在 33°~44°S。2019
年 1月—2020年 7月，印度洋正偶极子模态下

的热点分析共得到 201个热点，主要分布在

29°~45°S。
由图 3可以发现，不同时期 IOD模态下的

热点的数量与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异。其中

第 1个 pIOD时期 (2 015-02—2 016-04)的热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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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声学断面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coustic transects

 

表 1    环境因子

Tab. 1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used in this study

环境因子
variables

空间分辨率/(°)
spatial resolution

时间分辨率
temporal resolution

单位
unit

数据来源
source

叶绿素a　Chl.a 0.25×0.25 月平均　monthly mg/m3 https://data.marine.copernicus.eu/

溶解氧　DO 0.25×0.25 月平均　monthly mmol/m3

混合层深度　MLD 0.083×0.083 月平均　monthly m

海表面温度　SST 0.05×0.05 日平均　daily °C

水深　Depth 0.033×0.033 无　NA m https://rda.uca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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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少，空间分布较为集中。第 2个 pIOD时

期的热点数量明显多于第 1个 pIOD时期，且

其空间分布最为广泛。而 nIOD时期热点数量

则显著大于 2个 pIOD时期，其热点的空间分

布较第 2个 pIOD时期向南发生了迁移。这可

能与不同 IOD模态下参与热点分析的声学数据

量有关。 

2.2    最大熵模型结果与评价

最大熵模型通过计算  ROC 曲线下的面积

AUC值评价模型预测效果，其值越大，表明预

测效果越好。由表 2可知，不同 IOD模态的模

型精度均大于 0.9，表明最大熵模型对 DSL热

点栖息地分布预测效果较好，而 SST由于与其

他环境因子存在较强的共线性，未参与 4个

IOD模态下最大熵模型的构建。不同 IOD模态

下环境因子贡献率有所差异，其中 nIOD时期

的关键环境因子相同，均为溶解氧和水深。

pIOD时期的关键环境因子有一定的差异，其中

溶解氧均为贡献率最高的环境因子，第 1个

nIOD时期的另一关键环境因子为混合层深度，

而第 2个 nIOD时期则为溶解氧。此外，共线

性检验的结果表明，第 1个 pIOD时期与第 2
个 nIOD时期的 Chl.a 和其他环境因子存在较强

的线性关系，因此未参与这两个时期的模型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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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 IOD 模态下的 DSL 热点分布

Fig. 3　Hotspots distribution of DSL under different IOD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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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不同环境因子参与情况下的模型

AUC值 (表 3)，结果表明，当只有单一环境因

子参与模型的构建时，基于溶解氧的模型 AUC
值均大于其他环境因子。而当溶解氧不参与模

型的构建时，第 1个 pIOD时期和第 2个 nIOD
时期的模型 AUC值均小于其他模型。此外，当

水深不参与模型的构建时，第 1个 nIOD时期

和第 2个 pIOD时期的模型 AUC值均小于其他

模型。以上单环境因子建模的结果进一步证

明了溶解氧和水深对于最大熵模型结果的重

要性。
进一步分析发现，5个环境因子中，溶解

氧是对栖息地分布贡献率最高的因子，平均贡
献率为 50.88%，对栖息地的分布具有显著影响。由
图4可知，2012年10月—2013年12月(nIOD)，溶
解 氧 的 适 宜 范 围 为 236.10~284.48  mmol/m3，
2015年 2月—2016年 4月 (pIOD)，溶解氧的适
宜范围为 216.22~276.09 mmol/m3，2016年 5月—
2018年 12月 (nIOD)，溶解氧的适宜范围为
241.56~258.33 mmol/m3，2019年 1月—2020年 7
月 (pIOD)，溶解氧的适宜范围为 237.69~264.20
mmol/m3。其中，2015年 2月—2016年 4月，
即第 1个 pIOD期间，溶解氧的最低含量小于
另外 3个时期，而最大熵模型的结果也表明，
该时期溶解氧对最大熵模型的贡献率占比并非

 

表 2    不同 IOD 模态下 DSL 热点最大熵模型

环境因子贡献率

Tab. 2    Contribution rate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MaxEnt of DSL hotspot under different IOD modes

时间
time

IOD模态
IOD Mode AUC

贡献率/%
contribution rate

DO Depth MLD Chl.a

2012-10—2013-12 nIOD 0.916 43.1 32.8 3.6 20.5

2015-02—2016-04 pIOD 0.936 32.7 27.7 39.5 —

2016.05—2018-12 nIOD 0.935 76.4 18.1 5.5 —

2019-01—2020-07 pIOD 0.932 51.3 21.5 15.7 11.7

注：加粗项分别表示不包含的环境因子中的最小值与只包含的环境

因子中的最大值；“—”表示该环境因子未通过共线性检验，不参与

最大熵模型的构建，下同。

Notes: The bold terms in the table represent the minimum value of the
without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 maximum value of with only
environmental factors, respectively; “—” indicate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 has not passed the collinearity test and is not involved in the
maximum entropy model, the same below.

 

表 3    环境因子刀切法检验结果

Tab. 3    The Jackknife test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时间
time

IOD模态
IOD
mode

不包含Chl.a
without
Chl.a

不包含DO
without
DO

不包含MLD
without
MLD

不包含Depth
without
Depth

只包含Chl.a
with only
Chl.a

只包含DO
with only

DO

只包含MLD
with only
MLD

只包含Depth
with only
Depth

2012-10—2013-12 nIOD 0.890 8 0.842 7 0.878 0 0.838 9 0.715 7 0.801 1 0.557 8 0.734 0

2015-02—2016-04 pIOD — 0.882 1 0.924 9 0.902 9 — 0.888 3 0.770 4 0.846 0

2016-05—2018-12 nIOD — 0.843 4 0.913 1 0.902 7 — 0.884 4 0.721 4 0.730 1

2019-01—2020-07 pIOD 0.921 9 0.903 5 0.903 0 0.886 9 0.719 7 0.845 3 0.777 4 0.73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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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溶解氧对 DSL 热点适宜栖息地的响应曲线

Fig. 4　Response curves of DO to the HSI of DSL hot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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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因此，研究认为溶解氧的最低含量对 DSL
栖息地分布具有显著影响。 

2.3    DSL 栖息地的空间分布

通过对 DSL的潜在栖息地分布预测可以

看出，不同时期的 DSL的最适栖息地分布

(HSI>0.6)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 (图 5)。其中

2012年 10月—2013年 12月，即第 1个 nIOD
时期，DSL的适宜栖息地范围主要集中在

30°~45°S、 47°~78°E 。 2015年 2月—2016年

4月，第 1个 pIOD时期，DSL的适宜栖息地范

围主要集中在 38°~44°S、53°~76°E。2016年 5
月—2018年 12月，第 2个 nIOD时期，DSL的适

宜栖息地范围主要集中在 33°~43°S、51°~76°E。
2019年 1月—2020年 7月，第 2个 pIOD时期，

DSL的适宜栖息地范围主要集中在 29°~44°S、
51°~75°E。其中，第 1个 nIOD时期，DSL的适

宜栖息地面积最大，第 1个 pIOD时期，DSL的

适宜栖息地面积最小。

通过计算 HSI>0.6的栖息地重心的变动

(图 6)，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在 IOD
的不同模态下，DSL热点的适宜栖息地重心主

要在西北-东南方向移动。其中第 1个 pIOD时

期 (2015-02—2016-04)，DSL热点的适宜栖息地

重心相较于其他 3个时期变动最为明显，其重

心向南移动超过 3个纬度。同时，为进一步分

析不同 IOD模态下 DSL热点适宜栖息地的空间

变动特征，本研究绘制了 HIS>0.6的等值线图

和 SST=22 °C、SST=11 °C的等温线图。由图 7
可知，pIOD时期 22 °C等温线相较于 nIOD时

期，向南移动了 1~2个纬度，而 11 °C等温线

变动则较小，说明 22 °C等温线易受 IOD模态

变化的影响。同时可以发现，本研究中，不同

的 IOD模态下，DSL热点的适宜栖息地分布在

22 °C等温线与 11 °C等温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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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 IOD 模态下 DSL 热点栖息地分布

Fig. 5　Habitant distribution of DSL hotspot under different IOD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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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DSL 热点栖息地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基于西南印度洋海域的声学调查数

据，通过热点分析方法筛选资源量较高的 DSL
的空间分布数据，并选取 DO、Depth、MLD
等 5个环境因子，分析了不同 IOD模态下 DSL
栖息地的变化。结果显示，溶解氧是对 DSL栖

息地分布贡献率最高的环境因子，溶解氧含量

是否充沛，可以作为判断 DSL适宜栖息地的重

要指标。海水中充沛的溶解氧通常是大多数海

洋动物生存都必须依赖的重要环境条件，在气

温和海表面温度升高的趋势下，近岸和深海大

洋的溶解氧含量逐年降低 [19-21]。对于浮游动物

来说，极低的溶解氧环境通常会对其垂直分布

特征产生显著的限制作用。例如，Wishner 等[22]

发现阿拉伯海中部水域 (16°N)的中层 (250~500
m)出现溶解氧低于 0.2 mg/L的“最小含氧带”区
域 (oxygen minimum zone)，同时浮游动物生物

量的垂直分布呈现出 0~200 m水层最高、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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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 IOD 模态下 DSL 热点的适宜栖息地重心变动

Fig. 6　Gravity center variation of suitable habitat of
DSL hotspot under different IOD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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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itable habitant of DSL hotspot and isotherm under different IOD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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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m水层其次、250~500 m水层最低的双峰

模式。与类似纬度范围、但不存在中层缺氧现

象的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的研究结果相比，这

一结果很好地体现了中层缺氧现象对深海浮游

动物垂直分布的强烈限制作用 [5]。海洋中层的

缺氧现象不仅可以影响浮游动物生物量和丰度

的垂直分布，而且还可以显著影响群落结构的

垂直分布模式和昼夜垂直移动[23-25]。
尽管 SST未参与栖息地模型的构建，但进

一步地分析发现，DSL栖息地同时介于 22 °C
等温线与 11 °C等温线之间。相关研究表明，
在西南印度洋海域，22 °C等温线与 11 °C等温
线分别位于北亚热带锋 (Northern  Subtropical
Front， NSTF)和 亚 南 极 锋 (Subantarctic  Front,
SAF)之内 [7]，NSTF与 SAF代表了南印度洋主
要的生物地理边界，并由这两个锋面划分出不
同的海洋生物分布区系 [26-27]，因此可以认为
DSL适宜栖息地分布在中高纬度海域，并受海
洋锋面的显著影响。DSL的资源丰度也受海洋
环境的影响，海域的环境差异导致其资源量分
布有明显的不同 [28-29]，在目前环境变化的多重
压力下，厘清引起 DSL空间分布与资源变动机
理仍十分复杂，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3.2    气候变化对 DSL 分布的影响

DSL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是敏感的，比较
直接的体现就是气候变化引起的空间分布的改
变。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就已经观测到气候变
化对浮游动物分布的影响 [30-31]，本研究结果发
现，在 IOD模态转换的背景下，当海水温度升
高时，DSL热点栖息地的重心有向南移动的趋
势，同时其栖息地的空间分布格局也在西北-东
南方向变化。有研究表明，在变暖的环境中，
海洋生物通常向极地和/或深层迁移，以确保生
物自身始终生活在最适水温范围内[31-33]。例如，
在北大西洋，一些桡足类以每 10年 156~260
km的速度向北移动[32]。Chust等[33] 发现部分桡
足类的移动速度每 10年 8~16 km。南大洋的南

极磷虾 (Euphausia  superba)和大西洋鲑 (Salmo
salar)分布范围也有向极地方向移动，但同一海

域桡足类物种的栖息地分布却没有发生变化[34]，
因此，气候变化引起的物种迁移现象并不是持
续的，不同物种以及不同海域，迁移的强度和
方向差异也很大，因此需要对长期的观察结果
进行总结。

DSL作为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初级生产者与大型鱼类、海鸟和海洋哺乳动

物等较高营养级之间能量传递的重要途径[35-35]，

并通过直接和间接反馈影响海洋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 [35-35]。因此，气候变化引起的 DSL的栖息

地变化可能会对更高营养级的生物产生影响。

以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鱼种为例，在北海，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磷虾类和桡足类的大小

和丰度的减少导致鳕产量下降 [35]。在佐治亚海

峡，浮游动物生物量减少导致了鲑和鲱的仔稚

鱼的存活率下降 [36-37]。然而，由于海洋食物网

结构复杂，涉及多个营养级，很难阐明与浮游

动物的直接关系。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低

营养级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的物候期每十年

提前 5~10 d，比高营养级 (成鱼、海鸟、海洋爬

行动物和哺乳动物)提前 0~2.5 d[37]。不同营养

级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时间也不同步，可能

会引起鱼类繁殖、迁移以及资源量等的变化。

尽管解释更高营养级生物对气候驱动的 DSL的

空间变化的响应比较困难，但将 DSL生物量或

丰度纳入渔业评估和生态系统模型，揭示它们

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贡献，

应当是后续的研究重点。 

3.3    声学数据在 DSL 研究中的应用

DSL在大洋中广泛存在，其在水体中形成

了资源密度极高的生物层，该生物层对声波具

有强烈的散射作用，因此也被称为声散射层

(sound scattering layer，SSL)[38]。声学调查是在

水面以下进行的大面积的遥测和监控，其调查

迅速，覆盖空间范围大，不影响调查对象的原

始状态，是采集 DSL相关数据常用的技术手

段 [39-40]。在声学数据的应用中，由于缺乏必要

的生物学取样，不足以确定 DSL中物种的类别

与组成，主要资源种类的声学回波与单体目标

强度理论模型尚待进一步明确，因此长期以来

的研究多采用声散射强度表征其相对资源丰度，

无法准确评估其绝对资源量。其中 NASC值作

为指示水体中生物资源丰度的常用声学指标，

其一般与资源量呈正相关 [13]，已经在南极磷虾

和 DSL等的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7, 40]。

本研究通过选取 NASC值作为 DSL的资源

丰度指标，分析了其热点位置和栖息地的变动，

结果表明，在不同 IOD模态下，DSL适宜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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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布位于 30°~45°S，且第 1个 nIOD时期，

DSL的适宜栖息地面积最小，重心变动明显。

这可能与所选取的声学数据的数量和空间分布

有关。热点分析的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 IOD
模态时期，第 1个 nIOD时期热点数量最少，

且分布集中，而最大熵模型作为基于“当前存在”
预测“未知分布”的机器学习方法，其预测结果

会受输入的数据量与数据位置的影响[15]。因此，

尽管声学数据采集的水体中的生物资源分布信

息，比传统调查方式节省人力、物力，但仍不

能忽略声学数据在大的空间范围中，通过资源

分布数据反映栖息地信息时，其采样稀疏的问

题。因此，在将来基于声学数据的渔业资源栖

息地研究中，应注意数据采集时间的连续性和

空间分布的集中性，积累数据量，避免采样误

差，进一步提高基于声学数据的栖息地评价技

术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感谢澳大利亚海洋综合观测系统 (IMOS)

对相关数据的公开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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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habitat distribution on hotspots of deep scattering layer in
the southwestern Indian Ocean under different Indian Ocean dipole modes

WAN Shujie 1,     CHEN Xinjun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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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  scattering  layer  (DSL)  is  crucial  for  marine  ecosystems  and  oceanographic  studies.  It  consists  of  dense

aggregations of organisms such as zooplankton and micronekton, which form a key link in the food web, transferring energy

from  primary  producers  to  higher  trophic  levels.  Understanding  the  DSL  is  essential  for  assessing  ecosystem  health,  glob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and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ocean dynamics. Based on the acoustic data from October 2012 to

July  2020 in  the  southwestern  Indian  Ocean,  hotspot  analysis  and maximum entropy model  were  used to  study the  potential

habitats’ distribution on hotspots of deep scattering layers under different I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ximum entropy

model had a good performance with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0.9. Dissolved oxygen had the highest

contribution rate to habitat distribution, and the average contribution rate was 50.88%. The gravity centre of DSL hotspot habit-

ats mainly moved in the northwest to southeast direction, 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s were observed during the first cold

phase of IOD. DSL hotspot habitat was distributed between 30 °-45 ° S and 11-22 °C isotherms, which indicated a specific latit-

ude correlation. This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suitable habitat changes on DSL hotspots were influenced by dissolved oxygen.

The maximum entropy model could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distribution of DSL hotspots' habitat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new

references for elucida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resource variation patterns of D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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